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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带量采购政策对我国上市医药公司创新 

影响研究 

 

摘 要：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对医药行业发展影响深远。本文以国家药品带量

采购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带量采购政策前后上

市药企创新投入、产出和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药品

带量采购政策促进了上市药企的研发投入；但抑制了上市药企的发明专利申请

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促进了上市药企的发明专利质量。这表明，药品

集采政策提高了医药公司的创新质量。影响原因发现，药品带量采购政策显著

地降低了上市药企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即给上市

药企施加生存压力，从而推动上市药企进行创新。进一步地，本文对中标企业

以及非中标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对非中标企业的创

新激励较中标企业更大，即政策对非中标公司施加了更大的生存压力，迫使非

中标公司增加创新投入，采用“轻数量重质量”的创新策略。 

关键词：药品带量采购政策；买方抗衡势力；竞争结构；创新策略；创新

投入；创新数量；创新质量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我国医药行业存在重营销而轻创新，药品价格高企影响民众福利，

医保负担过重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2018 年，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决策组建国家医保局，同年，中国深改委审议

通过《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自此我国政府对药品的集中带量采购

带量采购制度正式实施。2018 年开始推进的集中带量采购政策，融集招采付为

一体，建立了以新药为主体的医保准入和谈判续约机制，制度化常态化开展集

中带量采购，持续挤压药品耗材虚高价格水分，推动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自 2018 年首次实施“4+7”试点城市集采以来，截至 2022 年年末，国家共

进行了七个批次八轮集采，共覆盖 294 种药品。从前七批次的集采结果来看，

药品集采大幅降低了医疗机构购药价格，集采价格的平均降幅在 50%左右，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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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医药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促进了社会福利。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作为我国医药行业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对药品招采

模式的新实践。已有研究表明，集中采购政策可以规制药品价格，提高药品流

通效率，提高药品质量，是国际上药品领域公共采购的常见做法（Weinstein，

2006；Hu & Schwarz，2011；Zhou 等，2016；Bruhn 等，2018）。不同于国外的

GPO 模式1，我国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是政府直接采购模式。政府作为药品和医

疗器械的购买者，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与规模效应，与

生产企业签订合同，锁定一定数量和较低价格，实现“少花钱买好药”的目标。

政府层面的集中采购能够较医疗机构的集采更加有效率，能够更加有力的降低

药品价格（Vogler et al.，2017）。Lu et al.（2021）研究发现，带量采购政策能够

在市场化竞争中取得显著的降低药品价格的效应。林燕铭等（2022）研究指出，

带量采购政策能有效降低药品费用、医疗费用及总费用，降低患者的负担。 

从对医药企业的影响来看，集采政策压缩了药企的利润空间，冲击了药企

的生存和发展，使得医药行业面临着重新洗牌（周若婧等，2022）。孙言等

（2022）认为，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会对药品生产企业产生巨大压力，企业遭

遇生存困境。谭清立和伍明根（2022）同样认为带量采购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

造成压力，但也认为政策将促使企业提高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 

医药行业作为创新密度高的行业，集采政策的间接作用必然会对医药企业

的创新产生影响。首先，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可以通过提升买方抗衡势力来影响

医药企业的创新。我国公立医院采购机构的采购规模大、采购需求稳定，可以

形成绝对的买方势力，所以在采购药品时对供应商进行谈判、压低价格，增强

其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买方市场势力越大，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越大，从而激

励供应商采取差异化创新来获取市场份额（Beck & Peters，2000；Szajnfarber & 

Weigel，2007；Hommen & Rolfstam，2008）。Kohler & Rammer（2012）对 1129

个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德国企业研究发现，买方力量对供应商的研发活动有

着负面的影响。李凯等（2014）从买方抗衡势力角度构建了动态博弈模型来研

究下游零售商对上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若终端零售商具有买方抗衡势力，

                                                   
1 药品集团采购组织（GPO）模式起源于 20 世纪的美国，是目前国际通行的一种药品采购模式。GPO 模

式是由独立的第三方中介组织承担，通过整合众多分散、规模较小的采购需求形成大规模采购订单，以

“批量团购”方式与药品供应商统一谈判议价，达到降低医疗机构采购成本，间接为患者提供更价廉质优

药品的一种集中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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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势力增强会抑制制造商的质量创新，从而导致均衡价格下降、均衡产量增

加。其次，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可以通过提升行业竞争结构来影响医药企业的创

新。集中带量采购是一种正式的、具有高度竞争的采购方式。黄羽舒和陶立波

（2020）从市场规模、进入壁垒角度论述了药品集采政策能够提升行业集中度，

从而达到推动药企创新的目标。Hu et al.（2021）也认为，带量采购政策将加快

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创新输送动力。 

综合以上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药品价格以及医药企业的财务绩效，在相关集采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研究中，国

内学者研究较少且大多倾向于集采政策对企业创新有着正向的激励作用，少量

研究从买方抗衡势力等角度论述了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但并未进行实证研

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有系统全面的研究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医药

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点有：（1）本文以药品带量采购政策为切入点，以医药公司创

新为研究对象，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以及创新产出质量三个方面来系统

地研究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我国医药公司创新策略的影响；（2）从药品集

采招标的规定来看，药品集采政策对中标公司和非中标公司的影响是不同的，

本文将药品集采政策对医药公司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区分，研究了药品集采政策

对中标公司和非中标公司的创新策略的影响。 

 

二、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近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政策致力于降低药品价格，但是也出现了

一些新问题。一方面，集中采购政策只是政府和医药企业确定中标价格，而没

有明确采购总量，导致未能达到预期的降价效果。另一方面，仿制药的市场地

位和质量还存在明显劣势，原研药的“专利悬崖”还没有到来。同时，集中采

购政策下放的层级过多，采购不够集中，政策间也缺乏统一，没有形成合力推

动药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林燕铭等，2022）。另外，医保等相关政策也未能统

一，导致药品价格有待进一步降低。表 1 展示了我国药品集采的发展进程。 

表 1                                          我国药品集采的发展进程 

阶段 特点 主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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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阶段 

(1990-1999年) 
医院分散采购 

 

初步建立阶段 

(2000-2010年) 
地市招标 

《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00〕16号)； 

《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管理工作

的通知》(卫规财发〔2000〕148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

通知》(卫规财发〔2001〕208号)；《医疗机构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卫规财发〔2001〕

308号)；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

纠办发〔2001〕17号） 

制度完善阶段 省级招采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卫规财发

〔2010〕64号）；《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

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号）； 

《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

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70号） 

医保治理阶段 国家带量采购 

2018年《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 

《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

通知》（国办发〔2019〕2号）； 

《关于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医改发

〔2019〕3号）； 

2020年《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的意见》（国办发〔2021〕2号）；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2021〕36号） 

来源：作者整理 

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于 2018 年正式出台，旨在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

药中筛选出品质一致的药品，降低价格，减少企业交易成本，控制医保费用，

引导医院规范用药，从而完善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

形成机制。该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消除“以药养医”和部分仿制药暴利的现象，

同时，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量换价。中选药品是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质

量要求，并将药品的市场份额明确给出，使医药企业充分参与竞标，从而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该政策是在保障质量和供应的前提下，促进国产

的仿制药替代进口的原研药，让人民群众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更高质量的产品。

图 1 展示了我国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前七批次的集采结果。从前七批次的集采结

果来看，集采的品种在逐渐增加，第六批集采由于是针对胰岛素这一特定品种

的集采，因此集采品种较少。集采药品价格的平均降幅在 50%以上。这表明集

采确实有助于降低医药费用，减轻人民的医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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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医保局 

图 1  前七批次集采结果 

 

（二）理论分析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技术附加价值较大，药品的生产方和使用方之

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差。因此，药品的供给方天然具有垄断性质。面对占据垄

断地位的制药企业，公共医保支付方只有汇集越来越多患者分散的需求，才能

成为有效制衡供给方的需求端力量，即 Galbraith（1952）提出的买方抗衡势力。

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是一种正式的、以价格为锚、具有高度竞争的采购

模式，大型药企因为规模经济优势，可以部分抵消药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而中小药企在成本控制和药品生产工艺方面处于劣势，自身经济实力也

难以支持中标报价低于成本，所以带量采购政策会对规模小、专业化不高、生

产能力不足的中小药企产生严重挤出效应。这将使得医药行业的集中度提高。

本文从买方抗衡势力和市场竞争结构两方面的理论来阐述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2.1 买方抗衡势力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主要关注卖方策略，通常假设买方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

接受所有低于其需求曲线的卖方价格。虽然这种假设可能准确描述了零售市场

上个体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但在工业产品、批发和中间产品市场中，少数卖方

通常互相竞争以争取少数几个大买家的业务。Galbraith（1952）首次提出了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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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抗衡势力的概念，他认为，强大的买方对卖方垄断力量构成了积极的制约。 

从买方抗衡势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看，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三种观点。第

一，买方抗衡势力促进创新。Katz（1987）认为，规模较大的买方可以更可靠

地威胁要进行向后整合，从而对供应商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供应商提高质量。

Scherer & Ross（1990）认为，大买方的采购订单更有可能打破供应商之间的潜

在勾结，从而促进行业内的企业创新。Inderst & Wey（2003）认为，买方合并

可能会促使供应商选择一种潜在改善福利的生产技术。Chen（2007）考虑了买

方合并对产品多样性的影响。买方抗衡势力可以使得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关系趋

于稳定，这种良好的关系可以促进公司供应链的整合，财务约束趋于减少，公

司更有信心积极投资于项目，如研发创新（Ak & Patatoukas，2016）。 

第二，买方抗衡势力阻碍创新。买方抗衡势力越高，大客户的议价能力越

大，公司的成本和财务风险越高（Albuquerque et al.，2014；Irvine et al.，2016）。

因为公司对大客户存在不对称依赖，失去大客户将对公司构成危机（Gulati & 

Sytch，2007）。这些公司会因为这种风险而保留更多现金，这可能会减少研发

投资（Crawford et al.，2016）。 

第三，买方抗衡势力与创新存在 U 型关系。Patatoukas（2012）认为买方集

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和“促进”作用随着买方集中度的不同而变化。当

买方集中度低于一定水平时，随着买方集中度的提高，买方的多样性水平降低，

此时对创新的抑制效应占主导效应。当买方集中度高于这个水平时，供应商和

客户之间的相互依赖趋于稳定，共同投资专有资产和信息共享可以激发供应商

的创新能力，此时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强。Shen et al. (2017) 以 2007-2015 年沪

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了买方集中度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 U

型关系。 

2.2 市场竞争结构 

从市场竞争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看，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三种观点。第

一，竞争阻碍创新。根据熊彼特假说，大公司在筹集风险创新项目资金方面具

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用自己的资金来支付相当大比例的资本需求，由于流动

性更高，更易获得贷款。而且，大公司可以在大规模销售中分摊固定成本，从

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因此，创新在大公司中更有利可图。产生大公司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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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业为不完全竞争市场。此外，大公司可以同时进行多个创新项目，从而分

散研发风险（Schumpeter，1942；Kamien and Schwartz，1982；Cohen and Levin，

1989）。余明桂等（2021）以《反垄断法》的颁布为政策冲击，发现该政策削弱

了垄断企业的市场优势，不利于企业创新。 

第二，竞争鼓励创新。Kamien and Schwartz (1982) 对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之

前的实证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市场结构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与熊彼特假说相

反，跨行业变化的技术机会是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Levin et al.，1985； 

Cohen et al.，1987；Geroski，1990；Blundell et al.，1995）。余明桂等（2016）

对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发现，政府鼓励的产业通常会放宽市场准入，加大产业内

竞争，从而促进企业创新。 

第三，竞争与企业创新存在倒 U 型关系。Aghion et al.（2005）在熊彼特增

长的框架内对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建模，发现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着

倒 U 型的关系，即竞争首先会促进创新，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创新的动机将

会下降。Peroni & Ferreira（2012）利用卢森堡的结构性商业统计研究了市场竞

争与创新之间的实证关系，发现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关键取决

于生产投入的有效利用。 

（三）研究假设 

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利用自身的采购规模优势，对药品和医疗器械进行集中

购买，通过集中终端消费者形成买方垄断，对药品供应商设置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准入标准，并依据市场招标规则形成药品价格机制，属于政府采购社会化。

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能够提升买方议价能力、降低医药价格和提升行业

集中度，从而影响医药企业的创新投入。同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重塑了仿制

药竞价与原研药自主定价的机制，压缩了药品利润空间，加剧了药品市场竞争。

但是于此同时，创新药并未纳入到集采范围。面对如此市场环境，为获得更大

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企业必然具有更强的动力进行技术创新。可以说，带量

采购激发并增强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与热情，并进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基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a：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促进了医药企业创新投入。 

假说 1b：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抑制了医药企业创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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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药企创新产出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企业的

实力和周围环境会影响企业创新策略的选择。公司对其环境的动态适应不可避

免地在结果、演变和策略之间创造了一个联系，即公司的创新产出与创新策略

的选择密切相关（Xu et al., 2014）。明确的创新策略有助于提高创新绩效，而错

误的创新策略甚至削弱了其他合适机制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Cesário & 

Fernandes, 2019）。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大环境下，医药企业间的创新策

略存在着较大差异。一些龙头药企将重营销轻研发的策略转向以创新为驱动的

积极策略；一些制药公司的拳头产品在集采中没有中标，转而将更多的资源投

入到企业转型中；一些药企致力于通过公司间的技术合并或收购来实现产品差

异化和多样化的间接创新策略；一些企业追求技术创新策略，将其视野集中在

低价、高质量和中标药品的充足产量上，大力开发仿制药的新技术。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a：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会增加药企的创新产出。 

假说 2b：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会减少药企的创新产出。 

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中标企业和非中标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在

集采中竞标失败将会使得未中标的公司失去大型医院市场份额。收入渠道和市

场准入的巨大损失威胁到非赢家的商业生存能力。为了生存下去，这些公司不

得不将精力重新集中在开发创新新药或高质量仿制药上，这些新药或仿制药可

以在价格之外的优势上进行竞争。相反，中标者已经通过成功的低价竞标获得

了有保障的收入，它们面临的直接生存压力相对较低，这降低了将资源投入高

风险创新举措的动机。相比之下，未中标药企必须积极将资金投入研发和质量

改进，作为他们的最佳生存策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非中标医药公司的生存压力较中标药企更大，会更加注重创新投

入以及创新产出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申万行业分类（2014）中对于医药生物行业划分的 416 家上市医药

公司作为本文的初始样本，剔除数据不全以及 ST 企业之后，共有 165 家医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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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入最终样本，共 1320 个年观测。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正式实施时

间为 2018 年，为了对集采政策实施前后进行对比，本文选取的研究时间年份为

2015年-2022年。本文手工整理了医药上市及子公司孙公司目录，然后依据上市

化学药品目录集收集集采药品生产企业，确认了纳入集采范围内的上市医药公

司。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中集采药品的集采价格和集采数量的数据来源

于上海阳光采购网，公司层面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公

司的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CNRDS）。 

 

（二）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设定 

继 2018 年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4+7”试点和 2019 年联盟扩围之后，国

家药品集采政策推广至全国，集采政策也趋于常态化。本文将医药集采看作是

一项准实验，将纳入集采范围内的上市医药公司设置为实验组，未纳入集采范

围内的上市医药公司作为对照组。截至 2022 年，集采政策已经实施 5 年，共实

施了 8 次，不能简单的使用传统 DID 模型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区分，因此本

文选取多期 DID 模型来研究集采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的影响： 

𝐼𝑛𝑛𝑜𝑣𝑎𝑡𝑖𝑜𝑛𝑖𝑡 = 𝛼 + 𝛽𝑃𝑟𝑜𝑖𝑡 + 𝛿𝑋𝑖𝑡 + 𝛾𝑖 + 𝑣𝑡 + 𝜀𝑖𝑡 （1） 

其中，𝐼𝑛𝑛𝑜𝑣𝑎𝑡𝑖𝑜𝑛𝑖𝑡表示医药公司 i 的创新能力，本文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

出两个方面研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具体定义见下文。𝑃𝑟𝑜𝑖𝑡为二分类变量，表

示医药公司 i 是否处于第 t 年的集采范围内，是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𝑋𝑖𝑡

表示虚拟变量。𝛾𝑖为公司固定效应，𝑣𝑡为时间固定效应，𝜀𝑖𝑡为随机误差变量。 

 

2. 具体影响模型设定 

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的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对医药企业施加生存压力，迫使仿制药生产企业转向创新药的研究。本文选取

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来观察医药企业的生存状况，

这些基本面因素都会对政策的发挥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

（Roe）、营业收入增长率（GRev）、总资产周转率（Ta_Turn）和资产负债率

（Lev）分别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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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下模型: 

𝑌𝑖𝑡 = 𝛼 + 𝛽𝑃𝑟𝑜𝑖𝑡 + 𝛿𝑋𝑖𝑡 + 𝛾𝑖 + 𝑣𝑡 + 𝜀𝑖𝑡 （2） 

其中𝑌𝑖𝑡分别表示上市医药公司 i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

能力。 

 

（三）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综合他人研究，本文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

力。其中，本文选用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

郭玥，2018；Shefer & Frenkel，2005）来衡量企业的创新投入，记作 RD。对于

创新产出的衡量，本文从产出数量以及产出质量两个方面来衡量，选取发明专

利申请数量加一的对数来表示创新产出数量（余明桂等，2016；黎文靖和郑曼

妮，2016），记作 Pat_quantity；选取发明专利的知识宽度来表示创新产出质量

（张杰和郑文平，2018），记作 Pat_quality。发明专利的知识宽度的具体计算方

式如下： 

Pat_quality𝑖,𝑡,𝑡𝑦𝑝𝑒 = 1 −∑𝛼2 （3） 

本文利用发明专利 IPC分类号的信息来测量企业发明专利质量。IPC分类号

一般按照“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来表示，如“A00B01/00”，其中 A表示部，

00 表示大类，B 表示小类，01 表示大组，00 表示小组。张杰和郑文平（2018）

认为使用 IPC 分类号数量并不能准确区分分类号之间内部差异，会对专利质量

的计算产生偏误。假设某一个专利的 IPC 分类号为：“A00B01/00”，

“A00B01/01”，“A00B01/02”，而另一项专利的 IPC 分类号为：“A01B02/00”，

“A02B03/01”, “B00C01/00”，虽然这两个专利的分类号数量相同，但是包含

的专利大组信息却不同，前者只包含了 A00B01 这一个大组的信息，而后者包

含了 A01B02、A02B03 和 B00C01 这三个大组的信息，后者包含的专利知识宽

度要高于前者。其中，𝛼表示专利分类号中各大组分类所占的比重。 

 

 2. 解释变量 

药品集采政策正式实施从 2018年开始，2018年为 4+7批次，2019年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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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围批次，2020 年为药品带量采购第二-第三批次，2021 年为带量采购第四-第

六批次，2022 年为带量采购第七批次。本文将这一政策变量𝑃𝑟𝑜𝑖𝑡设置为二分类

变量，其中当医药企业 i 处于第 t 年的集采范围内，𝑃𝑟𝑜𝑖𝑡取值为 1，未处于集采

范围内，则取值为 0。 

 

 3.控制变量 

本文综合前人的研究（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余明桂等，2019），选取以

下 7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Size），本文选取企业年末总资产的

对数来表示；（2）总资产净利率（Roa），定义为企业净利润除以企业年平均总

资产；（3）资产负债率（Lev），定义为企业年平均总负债除以企业年平均总资

产；（4）营业收入增长率(GRev)，定义为企业本年的营业收入除以上年营业收

入再减一；（5）政府补贴（Subsidy），定义为政府补贴的自然对数；（6）股权

集中度（Concent），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占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重。 

表 1 展示了本文的变量信息。 

表 1                                                     主要变量信息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创新投入（%） RD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创新产出数量 Pat_quantity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 1 的对数 

创新产出质量 Pat_quality 
根据张杰和郑文平（2018）的专利知识宽度

定义计算 

解释变量 集采政策 Pro 
Pro 为二分类变量，当医药企业生产的药品

处于第 t 年集采批次中，则取值为 1，否则

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对数 

总资产净利率（%） Roa 净利润/年平均总资产 

总资产净利率（%） Roe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年平均总负债/年平均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ev 本年的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1 

总资产周转率（%） Ta_Turn 营业收入/年平均总资产 

政府补贴 Subsidy 当年获得的政府补贴 

股权集中度（%） Concent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占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的比重 

 

（四）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 2 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国家药品集采政策（Pr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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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为 16.5%，标准差为 37.1%，表明国家集采政策在医药公司之间的差异较大，

多数药品集采品种的范围集中在少数医药公司。研发投入强度（RD）的均值为

5.942%，最小值为 0.02%，最大值为 52.61%。医药公司专利数量的均值为 6，

中位数为 2，最大值为 151，发明专利质量的均值为 0.459，最小值为 0，最大值

为 0.857。这些显示医药公司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以及质量存在着较大差

异。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观测数 平均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Pro 1320 0.165 0.371 0.000 0.000 1.000 

RD 1320 5.942 5.453 0.020 4.555 52.610 

Pat_quantity 1320 12.803 18.423 0.000 6.000 132.000 

Pat_quality 1320 0.459 0.256 0.000 0.500 0.857 

Ta 1320 76.216 106.941 4.324 40.163 1071.639 

Roa 1320 6.132 8.588 -71.268 5.765 128.476 

Roe 1320 8.572 13.400 -128.480 8.620 143.630 

Lev 1320 32.501 17.085 2.929 30.417 88.583 

GRev 1320 14.800 42.300 -82.497 10.885 997.801 

Ta_Turn 1320 0.583 0.294 0.073 0.531 2.128 

Subsidy 1320 0.353 0.487 0.000 0.170 5.507 

Concent 1320 55.522 17.454 14.881 55.956 95.83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展示了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第（1）列展示了在未加入控制变量

情况下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投入的估计结果，第（2）

列展示了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药品集采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投入的估计结果，

第（3）列展示了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药品集采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产

出数量的估计结果，第（4）列展示了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药品集采政策对上市医

药公司创新产出数量的估计结果。第（5）列展示了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药

品集采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产出质量的估计结果，第（6）列展示了加入控

制变量之后药品集采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产出质量的估计结果。 

从表 3 中的第（1）-（2）列的结果来看，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对上市医药公

司创新投入的回归系数为正，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药品带量采购政

策能显著地促进上市药企的创新投入。从（3）-（4）列的结果来看，药品带量

采购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产出数量的回归系数为负，未加入控制变量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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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药品集

采政策显著降低了上市医药公司的创新产出数量。从（5）-（6）列的结果来看，

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产出质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均在 5%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药品集采政策显著提升了上市医药公司的创新产出质量。 

综合上述结果，分析认为（1）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促进了上市医药

公司的创新投入。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使得药品价格大幅度降

低，这无疑增加了药企的压力，为了生存和发展，药企必须提高研发投入，以

开发出新的、具有竞争力的药品。（2）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降低了上市

医药公司的创新产出数量，提高了创新产出质量。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压缩

了普通仿制药企业的利润空间，这迫使医药企业必须通过开发真正创新性的新

药来获得更高的定价权和利润空间。同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要求企业提供高

质量、价格较低的药品。这促使企业把更多研发资源和管理资源集中在少量真

正有应用前景和市场价值的创新药物上，而不是进行大量重复性的低水平“创

新”，以确保创新药物的临床价值。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

迫使上市医药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使得医药企业从以前的“轻数量重

质量”的创新策略转变为“轻数量重质量”，真正依靠自主创新获得持续竞争优

势。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1) (2) (3) (4) (5) (6) 

       

Pro 2.400*** 1.690*** -0.147** -0.269*** 0.0492** 0.0455** 

 (0.463) (0.420) (0.0762) (0.0819) (0.0196) (0.0199) 

       

Constant 5.546*** 1.985 1.938*** 0.666 0.448*** 0.347*** 

 (0.0764) (1.959) (0.0126) (0.467) (0.0130) (0.0526)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1,320 

R-squared 0.059 0.204 0.022 0.168 0.013 0.024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集采政策为二分

类变量，创新投入为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创新产出数量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1 的

自然对数，创新产出质量为发明专利申请的知识宽度；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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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多期双重差分法是一种准实验方法，它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来检验政策的

因果影响。本文以纳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范围内的企业作为实验组，以未

纳入集采范围内的药企作为对照组，如果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在政策实

施前分别存在显著不同的趋势，则导致违反平行趋势假设，从而无法准确判断

导致结果变量变化的因素是否完全归因于该政策。 

本文以集采政策实施前一年 2017 年作为基期，图 2 展示了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投入的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在集

采政策实施之前，未纳入集采范围内企业与进入集采范围内企业的创新投入的

差值在 0 附近波动，即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在集采政策

实施之后，进入集采范围内的药企投入产生明显差异，表明政策实施产生了激

励创新的作用。同样，图 4 和图 6 显示医药公司创新产出数量和创新产出质量

也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除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事件同期发生而影响医药公

司创新能力的情况，本文以医药公司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作为研究变量，采用

随机抽样法，通过随机设置政策实验组来检验一个并非实际政策的安慰剂事件

作为假想的政策变化。图 3、图 5 和图 7 和分别展示了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

以及创新产出质量的安慰剂检验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500次随机抽样之后的

系数估计值的均值落在 0 附近，这表明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医药公司创新

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创新产出质量的影响没有受到其他随机因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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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新投入的平行趋势检验 

 

图 3 创新投入的安慰剂检验 

 

图 4 创新产出的平行趋势检验 

 

 

图 5 创新产出的安慰剂检验 

 

图 6 创新质量的平行趋势检验 

 

 

图 7 创新质量的安慰剂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 Stata 绘制 

 

3. 选择性偏误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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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期 DID 是一种基于真实数据的准实验方法，其研究对象的选择难以

实现完全随机化，这会引入选择偏差并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PSM-DID 方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样本的匹配，减少选择偏差的影响，使最终的研究结论

更加准确和可信。本文选择 K 最近邻来匹配实验组，匹配前后的倾向得分分别

在图 6 和图 7 中。从图中可以看出，匹配之后，控制组和实验组在匹配协变量

上的倾向得分分布相似，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可观察变量上保持较高的

均质性。这有助于避免组内异质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图 6 匹配前倾向得分值 图 7 匹配后倾向得分值 

 

4. PSM-DID 回归结果 

PSM-DID 通过匹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样本特征，使两组的特征分布尽可能

相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混杂因素的影响。表 4 展示了 PSM-DID 的估计

结果。第（2）列的结果显示，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投入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集采范围内的企业自选择问题后，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政策对药企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依然显著存在。第（4）列和第（6）

列的结果显示，在考虑集采范围内的企业自选择问题后，集采政策对上市医药

公司创新产出数量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上市医药公司创新产出质量有着显

著的促进作用，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PSM-DID 估计结果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1) (2) (3) (4) (5) (6) 

       

Pro 2.304*** 1.462*** -0.159** -0.260*** 0.0493** 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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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5) (0.410) (0.0756) (0.0828) (0.0202) (0.0204) 

       

Constant 5.532*** 1.942 1.953*** 0.796 0.447*** 0.356*** 

 (0.0792) (1.765) (0.0129) (0.496) (0.0133) (0.0528) 

匹配协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233 1,233 1,233 1,233 1,233 1,233 

R-squared 0.061 0.207 0.018 0.164 0.012 0.027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集采政策为二分

类变量，创新投入为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创新产出数量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1 的

自然对数，创新产出质量为发明专利申请的知识宽度；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

结果。 

 

5. 多期 DID 稳健估计 

传统的 DID 研究设计中，通常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只有一个处理时点的差

异，但是在多期 DID 中，处理组内部在接受处理的时点上也存在差异。这种情

况下，处理组内部也存在“先后接受处理”的差异。在多期 DID 中，TWFE 会

将已经接受过处理的个体当成未处理个体的对照组。这会导致已经处理的个体

获得负的权重，从而引入偏差。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负权重组的效应占主导地

位，可能导致 TWFE 得到与真实效应相反符号的估计量。Cengiz 等人在 2019 年

提出的一种新的估计方法-堆叠 DID 回归估计量，主要用于解决多期差分法

（DID）中的偏差问题。SRE 的主要思想是将每个处理组的效应分开估计，然

后再将这些估计结果进行加权平均，以得到整体的处理效应。表 5 展示了依据

Cengiz et al.（2021）方法得到的多期 DID 的平均处理效应。从表 5 的结果来看，

集采政策对医药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是稳健的。 

表 5 Cengiz et al.（2021）稳健性检验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1) (2) (3) 

DID 1.505*** -0.222** 0.075*** 

 (0.486) (0.104) (0.027) 

Constant 7.835*** 1.787*** 0.171*** 

 (0.806) （0.003） (0.05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320 1,320 1,320 

 

（三）影响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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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医药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是通过对医药公司施加

生存压力实现的。表 6 展示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医药公司盈利能力、成

长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的影响2。 

从表 6 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药品集采政策显著地降低了医药公司地盈

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集采政策对药品价格和药品市场

的竞争机制进行调整，对企业的基本面带来很大的冲击。医药企业在仿制药上

的生存压力加大，需加强自主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从而从仿

制药转型到创新药的研发上来。 

表 6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医药企业的具体影响 

 生存压力 

盈利能力 成长能力 营运能力 偿债能力 

(1) (2) (3) (4) 

     

Pro -1.481*** -5.154*** -0.0240** 0.557*** 

 (0.516) (1.688) (0.00972) (0.206) 

Constant -3.996 -51.62 0.358* 6.304 

 (9.860) (50.93) (0.212) (6.536)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320 1,320 1,320 1,320 

R-squared 0.020 0.024 0.075 0.07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盈利能力用

净资产收益率表示，成长能力用营收增长率表示，营运能力用总资产周转率表示，偿债能力用

资产负债率表示；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异质性检验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医药公司是否中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中标

医药公司来说，其产品允许进入庞大的医院市场，确保了高产量和高收入。与

此同时，未中标的竞标医药公司面临着巨大的收入损失和因被切断医院市场份

额而面临生存的威胁。表 7 展示了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中标企业和非中标

医药公司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 

表 7第（1）和（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显著地

促进了非中标企业地研发投入，但是对中标企业的研发投入影响不显著。对于

                                                   
2 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营业收入增长率(GRev)、总资产周转率(TA_Turn)以及资产负债率(Lev)来

分别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其中资产负债率指标与偿债能力是反向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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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标企业来说，核心产品未能进入采购目录，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危机。为了

企业的长期发展，非中标企业只能选择加大创新药物研发力度，通过研发真正

有竞争力的创新药物来打开市场。非中标企业积极调整战略，大量投入创新研

发，是企业转型的必然选择。 

第（2）和（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显著地降

低了非中标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但是显著地提升了中标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

第（3）和（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家药品集采政策显著的提高了非中标医

药公司的创新产出质量，但是对非中标医药公司的影响不显著。非中标企业由

于其主要产品未进入采购目录，这代表企业以往的经营方式和产品路线面临断

崖式的威胁。为了企业长期发展，非中标企业必须调整创新策略，把有限资源

更集中用于研发真正有竞争力的创新药物。这必然导致其创新策略转向“轻数

量重质量”的策略。反观中标药企，由于其收入得到了保障，所面临的生存压

力减少，仍然采用“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发展战略。 

表 7 集采政策对中标药企与非中标企业创新的影响 

 非中标 中标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专利数量 专利质量 

 (1) (2) (3) (4) (5) (6) 

       

Pro 1.540*** -0.234** 0.0530*** 0.587 0.944*** 0.0483 

 (0.520) (0.0899) (0.0200) (1.117) (0.242) (0.0523) 

       

Constant 3.101 0.155 0.342*** -12.25 11.19*** 0.447*** 

 (1.961) (0.496) (0.0551) (18.81) (2.374) (0.10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832 832 832 488 488 488 

R-squared 0.176 0.050 0.027 0.308 0.261 0.034 

Number of company 104 104 104 61 61 61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企业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限于篇幅，

本文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显著降低了药企的盈利能力、成长能

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这就对药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在控制成

本的前提下保证药品质量，这也就要求药企在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方面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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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中所列药品每年会进行公开竞价

和招标，药企需进行产品的差异化、精细化组合，提高产品质量，以赢得供应

位置。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和生存压力。这些压力迫使药企对产品进

行创新和升级，以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加快升级换代；同时，药企也会尝试

创新生产模式、转型升级，投入研发，探索业务上游，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样的创新和转型不仅能够符合政策要求，也可以使药企在市场中有更好的发

展前景，因此，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药企的生存压力，可能会对药企创新

提出巨大的挑战，但是同时也给药企带来了创新的动力。但是，如果政策过于

强调降价竞争而忽视把握药企的创新动力，将会导致企业对创新的期望消沉，

从而影响药品的研发和质量，最终的结果是与国家战略相违背。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的医药创新存在着重仿制轻原创、创新不足以及研发投入占比低

等众多问题，这制约了我国的医疗服务质量提升与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药

品价格虚高、病患医疗负担过重，使得医保压力过重。2018 年国家在原药品集

中采购制度的基础上，开始推行带量采购政策，旨在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促进

行业转型升级。本文以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为切入点，选取我国医药行

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 DID 模型研究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上市医药

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促进了医药公司

的创新投入，减少了医药公司创新产出的数量，提高了医药公司创新产出的质

量。从具体影响机制来看，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降低了医药公司的盈利能力、

成长能力、运营能力以及偿债能力，即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通过对医药公司

施加生存压力，从而迫使医药行业进行创新。从中标公司和非中标公司的角度

来看，在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下，他们面临的形势与压力不同，在各自的环

境下进行战略调整，因此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表现也不同。对

于中标公司，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研发投入以及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但是显著影响了公司的创新产出；对于非中标公司，国家集采政策显著提高了

公司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质量，减少了公司创新产出的数量，即中标公司仍

然延续“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策略，非中标公司转向“轻数量重质量”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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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策略。这是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下企业创新策略优化的必然结果。然而，如果

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强度过大，会对药企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形成抑制，

这可能会影响药品的研发和质量，因此应该平衡好降价竞争和创新研发的正确

要求，促进药企在压力下不断进步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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